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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一统与多元何以达致？

———中西学界有关神明“标准化”与仪式“正统行为”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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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美国人类学家华琛针对中国民间文化提出神明“标准化”与仪式“正统行
为”的概念，苏堂栋等人对华琛概念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科大卫、刘志伟提出“正统化”这
一延展性概念，上述研究为思考“中国文化的一统与多元何以达致”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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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具有多元一统的特征，这在国内国际学界均被视为不争的事实。中国文化具有多元
特征，这比较容易理解，因为中国地域广阔，族群众多，各地自然、人文类型相差甚大；但是，在这种
多元文化的基础上，中国文化又具有高度的一统性，这种局面何以达致，却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
命题。为此，一场由西方学者引发的讨论，或许会使我们对一些习以为常的现象有更为深入的
认识。

一、提出：华琛与神明“标准化”、仪式“正统行为”的概念

华琛（Ｊａｍｅｓ　Ｌ．Ｗａｔｓｏ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荣休教授，曾于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在香港新
界乡村长期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利用这些田野资料，华琛于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间连续发表数篇文
章，讨论神明的“标准化”（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与仪式的“正统行为”（ｏｒｔｈｏｐｒａｘｙ）问题，因其着眼点在
于解释中华帝国晚期（明清王朝时期）的文化整合问题，故引来巨大反响与长久关注。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对于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既富差异性又具有很高整合度这一事实感到困
惑，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会议论文集《中华帝国晚期的民间文化》①即试图对此问题进行剖析。在这本论
文集中，罗友枝（Ｅｖｅｌｙｎ　Ｓ．Ｒａｗｓｋｉ）关注的是市场和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与印刷术的影响，姜士彬
（Ｄａｖｉｄ　Ｊｏｈｎｓｏｎ）关注的是不同阶层之间关键人物的中介作用，许舒（Ｊａｍｅｓ　Ｈａｙｅｓ）和华德英（Ｂａｒ－
ｂａｒａ　Ｅ．Ｗａｒｄ）强调的分别是乡村专家和民间文献、地方戏的影响。而华琛却另辟蹊径，选择民间
宗教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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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琛在前揭文集中的文章名为《神明的标准化———华南沿海天后的推广，９６０—１９６０年》①。天
后②原本是１０世纪出现在福建沿海的一个小神，１２世纪国家认为有必要把她当作沿海安定的一个
象征，于是借助国家的提倡，她最终成为南中国最为重要的女神。皇帝逐渐赐予显赫的封号，体现
了天后由妈祖升至高位的过程。在国家的提倡和赞助之下，天后一方面逐步获得尊崇的地位，一
方面在华南地区广泛流行起来。在华琛看来，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个案的：“一个小神被国
家收编，在进行重大改变后，又被当作一个官方认可的女神，重新强加于地方社区。观念在权力的
各等级间来回流动。”③此即所谓的神明“标准化”。
朝廷赐予地方神祇以封号，并将其列入官方祀典，加以倡导，熟悉宋明以降中国历史的研究者

对此大概都不会很陌生。但是，这类神祇如何被地方人群所接受，并广为流行，却是一个较为新鲜
的课题。那么天后是如何在乡村层面获得胜利的呢？华琛为此提供了非常精妙的个案。在香港
新界厦村，原住民信奉的保护神为沙江妈，在１７世纪７０年代的迁海复界过程中，④一支邓姓族人
来到这里，他们拿走了沙江妈的石像，并在沙江妈神龛外修建了一座天后庙。但他们并没有把沙
江妈的石像扔掉，而是把它用作自己天后塑像的底座，在当地人看来，这样天后就“吃掉”或是“消
化”了沙江妈。“用一位访谈者的话来说，天后吸取了被她同化的神明的‘精气’，‘每吃一个像沙江
妈这样的本地神，她就变得更加强大。’”⑤

作为人类学家的华琛注意到同一神明对于地方上不同人群势力具有不同的象征意味。这其
实是走出了自涂尔干以来强调宗教的社会整合维度的研究传统。天后，对水上人而言，许诺的是
控驭大海和免受风暴袭击；对拥有土地的精英，她象征的是地域控制和社会稳定；对清朝当局来
说，她代表的是官方文化的“教化”功能。对此，华琛给出的解释颇富创意：“在帝制中国晚期的社
会中，人们对文化统一性的感知，完全取决于其采取的视角。”“国家精英的成员们不愿对百姓的宗
教信仰和观念刨根究底。中国政府对待文化整合之方法的天才之处正在于此：国家强加的是结构
而不是内容。庙宇崇拜的实际组织工作，下放给地方精英，而与国家官员保持良好的关系，对后者
来说大有好处。这一体系的弹性，足以让社会等级所有层次的人都构建他们自己对国家认可神明
的表述。换言之，国家倡导的是象征而不是信仰。”⑥

华琛在《神明的标准化》一文中的观点有其独创性，也有其自身的学术源流。科大卫、刘志伟
认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关中华帝国晚期文化整合的讨论中，华琛的独到见解是“文化大一统是
国家扩张的影响”，“代表国家扩张的文化表现，并不是士人兴办的学校，而是国家曾赐予封号的神
明。”但华琛观点并不是绝对的观念创新，准确地讲，其新颖之处就在于把长期以来西方道教学者
的研究成果，引入到对地方社会的分析层面。⑦ 关注道教传统与国家政权、民俗信仰三者之间的关
系一直是西方道教研究的重要取向。
华琛在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发挥和延伸了他在《神明的标准化》中提出的一个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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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信仰的发源地福建，通常被称为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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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２４页。

清康熙皇帝为封锁东南沿海效忠于明朝的残余势力，曾于登基之时下达将沿海５０里内的居民赶往内地的迁海令，十余年
后这项政策被放弃，出现所谓的“复界”。

［美］华琛：《神明的标准化———华南沿海天后的推广，９６０—１９６０年》，陈仲丹、刘永华译，刘永华：《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３９页。

［美］华琛：《神明的标准化———华南沿海天后的推广，９６０—１９６０年》，陈仲丹、刘永华译，刘永华：《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４９页。

［香港］科大卫、刘志伟：《“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历史人类学学刊》２００８
年１０月第六卷第一、二期合刊。



要论点，即“国家强加的是结构而不是内容”、“国家倡导的是象征而不是信仰”，从而形成了“正统
行为”（ｏｒｔｈｏｐｒａｘｙ）的概念。在《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基本形态、仪式次序与动作的首要性》①

一文中，华琛认为：“（在中华帝国晚期）相对于采用或控制信仰的方式来说，将仪式习惯标准化的
方式，常常占有优势。我认为这对创造一个一统的文化体系有着深远的影响。透过推动正确行动
（ｏｒｔｈｏｐｒａｘｙ）②而非强调正确信仰（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国家官员可以将不同种族或地域背景的人、抱有不
同信仰和不同态度的人组合成一个富有包涵性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就是我们现称的中国。”
“作为一个中国人，就要理解并且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社会里有一套正确的、与人生周期相配
合的仪式动作，其中，婚礼和丧礼是主要的生命周期仪式，普罗大众按着认可的仪式程序，投入文
化整合的进程。”③

华琛以中国的丧葬仪式为例，归纳总结了其中的九个基本环节：一、哭丧，二、易服戴孝，三、沐
浴更衣，四、设奠荐祭，五、设神主，六、聘请仪式专家，七、奏乐安魂，八、大殓，九、出殡。华琛认为
这样的基本结构可能是基于先秦经典《礼记》的相关内容，但经过南宋朱熹的简化改编。他还认为
王朝官员与地方精英在推广这套正统仪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华琛将中国丧葬仪式中的
前述九个环节与尸体处理仪式（ｒｉｔｅｓ　ｏｆ　ｄｉｓｐｏｓａｌ）相区分，后者即是指尸体被送离社区之后所做的
仪式。处理仪式在中国各地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比如不同地区盛行的火葬、崖葬以及二次葬等
等。华琛认为官方对于处理仪式并不十分在意，“这可能是一个刻意政策的结果”，从官方的角度
看，可以避免灾难性的庞大开支；从民间角度看，“只需付出很少代价，便可以享受成为恰当的中国
人的殊荣”。从而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弹性的体系，那些自视为中国人的人，都可以从中抽取元素，
各自应用；他们参与一个一致的、有中央组织的文化之中；但与此同时，他们亦体现自己的地方和
区域的特殊性。④

在１９９３年的文章中，华琛强调了“正统行为”的概念：“在中华帝国晚期，即便作为一统信仰体
系的基本因素存在，我也主张正统行为（正确行动）⑤比正统信念（正确信仰）⑥重要，是达到与维持
文化一统的首要工具。”⑦他同时认为在中国共享的文化认同先于国家认同出现，前者为后者提供
条件。
华琛提出“正统行为”的概念，相信主要得益于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时的敏感。华琛在一本书

的导言中就这样教导后来者：“在田野工作中，人们怎么生活，人类学家就怎么生活；人们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人们去哪里，你就去哪里。”⑧那么他在香港新界的田野里究竟发现了什么呢？“对在
香港乡郊的本地（讲广东话的）村民来说，他们对仪式的重要性或仪式的象征意义，都没有一个普
遍接受的共识。当我询问他们一个动作或符号的意义时，通常得到的答案是：‘我对此并不清楚，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纵使讲广东话的村民无法说出他们所坚持的恰当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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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安排的理由，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和不对的。”①

华琛的观点还受到西方宗教人类学研究传统的影响，从涂尔干到拉德克利夫—布朗，宗教人
类学由于强调对社会行为的观察，它便与偏重信仰与教义的宗教学、神学分道扬镳。布朗认为在
社会发展过程中，是行动（仪式）决定信仰，仪式是最稳定而又持久的要素。② 华琛受到的直接启发
则来自人类学家Ｇｉｌｂｅｒｔ　Ｌｅｗｉｓ，该氏在新几内亚村民中间研究青春期仪式时发现，关于仪式，当地
人最清楚及明确的是如何进行，而不是它的意义。据此他认为，在仪式研究中，重要的不是仪式的
意义（意识形态范畴），而是具体的表演（行为范畴）。③ 同时，在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西方的中国史
研究中，也存在着与华琛相似的观点。比如研究朝贡贸易的学者就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里，象征
与事实之间的区别很模糊，“形式”显得至关重要，形式甚至被当做事实。④ 另有学者认为，从宋代
开始中国官员们就倾向于关注表面的礼仪，而不是关注实际的权力。⑤ 或许华琛与这些史学家之
间存在着相互影响，而华琛的与众不同之处是把这些看法运用于中国研究的人类学领域，即小地
方普通人的观察与研究，并上升到帝国文化整合的高度。

二、修正：“伪标准化”与异端标准化
华琛甫一提出“标准化”与“正统行为”的概念，就招致学者的质疑，与华琛一道同为《帝国晚期

与近代中国的丧葬仪式》（Ｄｅａｔｈ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　Ｌａｔｅ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一书主编的罗友枝
（Ｅｖｅｌｙｎ　Ｓ．Ｒａｗｓｋｉ）就以一位历史学者的视角评论到：“Ｗａｔｓｏｎ在其导论文章⑥中强调国家所推动
的是正确行动，而不是正确信仰。在与此题目有关的近期研究文章中，大多数历史学者都同意
Ｗａｔｓｏｎ前半段的陈述，但对后半段则存有争议。事实上，中国官员与地方精英都在努力散布被认
可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但他们常常选择透过强制性的正确行动来散布价值观念。”⑦随后，杜赞奇
（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　Ｄｕａｒａ）与康豹（Ｐａｕｌ　Ｋａｔｚ）分别提出不同于“标准化”的概念，杜认为最好用“刻画”（ｓｕ－
ｐ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一词来把握这个过程，将之视为不同层次官方阐释加诸既有民间阐释之上的过程；康
则提议使用“回响”（ｒｅｖｅｒｂｅｒａｔｉｏｎ）一语，以此强调不同阐释彼此如何逐步调整。⑧

差不多二十年后的２００７年，美国的中国研究著名期刊《近代中国》（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发表《中国
的仪式、文化标准化与正统行为：华琛观点的再思考》专号⑨，五位论文作者对华琛当年提出的概念
进行全面的“修正”（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该专号主编苏堂栋在专号导言中写道：本篇导言根据这些论文
和其他近期的研究，对国家标准化的效果提出质疑，勾勒了异端（ｈｅｔｅｒｏｐｒａｘ）标准化的现象，讨论
了地方精英颠覆国家文化策略的“伪正统行为”（ｐｓｅｕｄｏ－ｏｒｔｈｏｐｒａｘ），重新思考把“仪式”和“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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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美］华琛：《神明的标准化———华南沿海天后的推广，９６０—１９６０年》，陈仲丹、刘永华译，刘永华：《中国社会文化史读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０１页。

参见金泽：《宗教人类学学说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５页。“正统行为”概念受到西方宗教人类学传统
影响的观点实赖王铭铭教授指点，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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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指《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基本形态、仪式次序、动作的首要性》一文。
［美］罗友枝：《一个历史学者对中国人丧葬仪式的研究方法》，廖迪生译，《历史人类学学刊》２００４年４月第二卷第一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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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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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词相提并论的适用性，突出“中国性”（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ｓｓ）这个概念的主观性。①

在这期专号中，彭慕兰（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ｏｍｅｒａｎｚ）的《正统行为、正统信仰与泰山女神》一文，可以看
做是对“国家标准化效果的质疑”。在文中，彭发现泰山女神碧霞元君的兴起确实是在帝王宫廷成
员赞助下完成的，但是，有关碧霞元君的神话以及神像等象征发生重大变迁却是在穷人与少受教
育的人接手后实现的。彭认为在碧霞元君的个案中，国家力量———华琛认为的标准化重要推动
者———内部是分裂的，包括宫廷中的女性、太监，清朝的内务府等等。有时皇帝支持某位女神，而
礼部与知识分子官员却对其报以怀疑的态度。另外一方面，地方上的精英强烈地反对民众的崇拜
行为，仪式在不同阶层、地区与性别间变得越来越不统一。结果，在民间有关这位女神的传说变成
对其实现自身意图的能力的颂扬，而这些意图往往是与男性权威相敌对的。②

在彭慕兰看来，碧霞元君崇拜没有引起仪式的统一，即将个案中的各方参与者牢固地聚合起
来，这个崇拜更容易被解读成这样一个故事：参与各方“有浮有沉”（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都未曾获得所谓
的胜利。“在这个个案中发现的‘文化统一’是似是而非的，即使有，也是基于信仰而非仪式：一种
共享的感知，即泰山是一个神圣的区域，值得各方争夺；民众意识到精英不欢迎他们插足此地；一
些用来标识不同群体的符号等等。”③综上，彭强调的是国家力量内部的分裂性，地方精英与民众的
对抗性以及地方崇拜发展演化路径的复杂性。
苏堂栋在专号中的研究论文题为《丧葬仪式与中国文化：明清时期的标准化与差异性》。这篇

文章指出了华琛《中国丧葬仪式的结构》一文中的一些“事实错误”，华琛曾假设官员有意克制自
身，只是对尸体移出社区前的葬仪环节进行改革，苏则通过检阅地方志，指出官员试图改革的仪式
行为既有移出前的，也有移出后的；华琛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包括九个步骤的葬仪“一致结构”来源
于朱熹的《家礼》，而苏通过与史籍对比，指出《家礼》规定的远不止九个环节，因此存在较大分歧。
苏亦认为中华帝国晚期各地葬仪存在许多的相似之处，但他认为这完全可能是“伪标准化”的结
果，即“地方文人坦率地或有目的地，以上行下效的外表掩饰地方风俗，把地方风俗装扮成正统的
做法，使其获得正当性。”④

关于葬仪模式，苏堂栋还强调个人情感因素等变量，“作为能进行适当感情表达的空间，以及
维持或重塑社会地位的工具，葬仪倾向于发展出不同的地区模式和多样性。”“决定地方葬仪模式
与细微变异的，不是改革领袖的声称，也不是对全国范围正统葬仪的效仿，而是新需求与旧
习惯。”⑤

宋怡明（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ｚｏｎｙｉ）认同苏堂栋的“伪标准化”概念。在数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研究
了中国东南地区的五帝崇拜，指出神明的名称可能改变，但在拜祭的形式上，在神明与信众的关系
上，原来的传统，亦即是礼仪标准化之前的行为，仍然会延续下来。⑥ 在华琛专号的文章中，宋继续
强调“关于标准化与遵从正统行为的宣称应该与真实的标准化与遵从正统行为区分开来；在许多
个案中，资料证实的都是前者而不是后者”。⑦ 宋发现在明清时期的福州地区，五帝崇拜虽被官方
定义为“淫祀”，但当地方志列举庙宇时，在地方精英的诸多记述之中，五帝崇拜并没有得到正面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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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而是作为帝国批准的神灵———五显的一种地方变体而存在。“因此地方精英在文献资料中做
出的标准化宣称，在某种程度上展示、确认的是他们的自我形象，并为地方精英提供了谈论自身的
话语。”①

在苏堂栋看来，Ｊｕｄｉｔｈ　Ｂｅｒｌｉｎｇ关于中国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方言）的比较研究颇能与“伪标
准化”概念相互映衬。Ｂｅｒｌｉｎｇ认为中国发展出两个层面的话语系统，一是书面语言，它遵循大一统
文化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观念，变得更加一致；而在外人不懂的方言层面，地方人士却可以保持语言
与文化上的不同。② 这样的论点被苏用来支持“地方成功实现对中央统一力量的抵抗”的观点。
与苏稍有不同的是，宋怡明虽然坚持标准化存在“真伪”之分，但他清晰地意识到所谓的标准

化宣称对中国文化一统性的促成意义非凡：“华琛认识到，中国拥有一统文化这种观念本身，便是
‘一种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建构’。我们所做的区分没有削弱他的观点。实际上，这种区分可以看做
是对他的支持。因为全中国的人都宣称并相信他们是在按同一方式行事，远比他们事实上按同一
方式行事重要。”③

康豹在华琛专号的文章中提出“异端标准化”的概念，揭示了不同的标准化推动者及其利益与
动机，相较华琛专号中其他作者的“破多立少”，康的论点更具建设性。在题为《超越国家的正统行
为与异端行为：中国社会中仪式的标准化》的文章中，康首先以并未得到国家提倡，但却盛行于江
南地区的驱疫避灾神祇———瘟元帅为例，说明道教式的标准化：这位神祇在其道教仙传中，被描述
为拒绝官方封号，不愿在一般庙宇中接受血食祭拜；只肯接受道教封号与素食祭品。在康看来，道
教式标准化体现在神祇按照自身等级地位享受与之匹配的献祭方式与祭品；而国家标准化则表现
于神祇被国家授予封号、匾额、碑文等等。进而，康表达了与劳格文（Ｊｏｈｎ　Ｌａｇｅｒｗｅｙ）相似的观点，
认为：“瘟元帅的仙传体现了一种为中国宗教形成‘体系’的企图，在这个体系里道教管理帝国所有
的民间宗教传统，并决定哪些应被归类为正统或异端。”④康豹还研究了祭旗这种中国官方古已有
之的仪式，他发现这种仪式最后为土匪、叛乱者与秘密社会成员三类人所利用，形成了非官方（异
端）的标准化。
总之，康豹认为，多样的群体都在为形成中国宗教信仰、仪式标准化而努力。把关注点从标准

化的过程等转移到发动的人群时，我们就能聚焦到新的议题。比如不同利益群体推进中国文化传
统发展的不同方式；仪式具有的挑战既有秩序的面相等等。就地方权力网络而言，康豹最为看重
这三类人的建构作用：官员，他们代表国家并试图执行国家政策；精英，他们掌控社区的社会经济
事务；仪式专家，他们负责社区生活的仪式方面。⑤

在华琛专号中，鲍梅立（Ｍｅｌｉｓｓａ　Ｊ．Ｂｒｏｗｎ）利用来自边疆民族地区湖北、台湾的个案，展示了
国家对地方的弱小控制，并反驳了华琛在１９９３年文章中所持“中国文化主义”（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ｔ）
的观念，即政治认同会遵从礼仪文化的变迁而变迁。鲍认为，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非汉人来说，文
化与身份认同改变是不完全同步的：汉人的文化形式可能被采用，但身份认同却可以不改变；又或
者身份认同改变了，而文化却没有发生变迁。⑥

总体而言，华琛专号的文章从下列几个方面对华琛概念进行了修正：政府的效能、地方的能动
性、标准化的推动者以及文化与身份认同关系等。另外，大陆学者刘永华也批评华琛低估了“民
间”的能动性，他认为华琛明显受到以研究中国东南宗族著称的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的影响，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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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有着一条共同的研究思路，即“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古典———精英宗教对乡民宗教∕民间
信仰的影响”，“乡民或民间是作为被动的主体来把握的”。① 不可忽视的是，华琛在其文章中对上
述问题是有所体认的，但很显然他有着不同的关注点。苏堂栋后来也承认，关于华琛观点的争论
很大程度上是“疏证性”的，即追寻华琛的本意为何。华琛专号作者所辩驳的不过是这样一种“标
准化”：“华琛所说之‘标准化’，描述的是一种国家推导文化规训的渐进过程及其因受到地方文人
精英推动而发生的变迁”；“正统行为”则是“国家授意的标准化”的行为。②

三、延展：从“标准化”到“正统化”
《近代中国》华琛专号刊出后，引来香港、大陆学者科大卫（Ｄａｖｉｄ　Ｆａｕｒｅ）、刘志伟的商榷和质

疑。在《“标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文化的大一统》③一文中，科、刘二
人批评苏堂栋等人强调“中国”（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ｅｓｓ）④这个命题的主观性，把仪式的流行与标准化归因于
感情需要，把国家与礼仪专家（道士）的传统截然二分等观点；指出苏提醒注意民间习俗的多样性
与地方传统的延续性，有把相关讨论（即中华帝国晚期的文化整合论题）拉回原点的倾向。在他们
看来，作为地方文化与历史的研究，关注民间习俗的多样性与地方传统的延续性是不言而喻的，它
们只能作为研究的起点，而不能作为经过多年研究之后的结论。
科、刘还指出强调地方能动性以及微观场景的呼吁也不具新意。在２００３年发表的一篇文章

中，刘志伟就如此评论“边疆”人群的能动性：“我们如果尝试摆脱这一模式（指汉化模式———笔者
注）的框框，提出另一视角，就不妨把帝国视为一个文化的观念，教化的过程，不是通过自上而下强
令推行的，而是本地人自下而上利用国家秩序的语言，在地方社会中运用以提升自己的地位。
……如果国家建造的过程是包含着本地人如何用自己的办法去将自己同中心联系起来，我们与其
将‘边疆’视为一个承受国家制度扩张的开放空间，不如更多地关注地方上的人们如何运用他们的
创意和能量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⑤

苏堂栋在其论文中的“考证”式研究方法也受到批评，“我们看到，苏堂栋与华琛的分别开始有
点类似于他们都在批评的读书人与普通村民的分别……村民没有像苏堂栋一样去考证他们所作
所为是否正统，不过，他们非常相信他们的仪式是合乎正统规范并遵循正统规范来做的。在这里，
人类学家华琛成了村民，也参与建立他相信的正统，但他建构的正统，遇到学者苏堂栋的考证，自
然难逃不堪一击的厄运。”⑥

科、刘二人的理论资源来自研究香港渔民社会的人类学家华德英（Ｂａｒｂａｒａ　Ｅ．Ｗａｒｄ），其为解
释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统一性与差异性，提出了三种意识模型的理论：
在滘西⑦村民的意识中，有三种针对中国社会秩序而生的模型。第一，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及文

化制度有一种构想，我们跟随李维史陀⑧称之为“自制”模型，或许为了科学研究的用途，称为“目前
模型”会更合适。第二，他们对传统文人制度也有自己的构想，我们称之为“心中对传统的一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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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或为了更广泛地使用它，称之为“意识形态模型”。意识形态模型为他们提供了评估何谓正宗
中国方式的标准，只要有任何想干的地方，他们会用来修改目前模型，以至实际的行为。第三，针
对其他中国社群的社会文化秩序，他们又建立了若干模型，我们称之为“局内观察者模型”。这类
模型和观察者模型不同，后者是局外人所为，包括社会科学家在内；建立前者的人，是相信自己和
被观察者属于同一大社会。①

这三种意识模型可简化为对自我的认知、对中国文化大一统的认知和对周边他人的认知。在
当地渔民文化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自我的认知往往与大一统的认知拉近，而与第三者的认知拉远。
华德英所研究的香港渔民社会地位十分卑微，但在他们自身看来，渔民的习俗、礼仪与理想的中国
社会非常接近，尽管这些习俗包括在旁观者看来属于汉人不愿接受的寡妇再嫁等等；在他们看来，
周边人群具有的不同于己的习俗礼仪，则是与理想中的中国社会相违背的。
基于华德英的理论，科、刘二人提出了“正统化”的概念：“因此，在这里，问题就不在于‘标准

化’的真伪，也不在于是否存在‘异端的标准化’，而只是对‘标准化’的认知的差别，或者说，是我们
的研究对象的自我认知与他们对大一统的认知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与其看成一个‘标准
化’的问题，不如理解为意识模型的‘正统化’问题。”②在“正统化”概念的视角之下，科、刘在一定程
度上认同华琛专号中康豹的观点，“康豹明白礼仪专家有礼仪专家的正统，国家有国家的正统，地
方也可以有地方的正统。在这个层面，康豹提出正统的概念有不同的源流，与我们认为‘正统’是
在不断竞争的过程中确立的观点是没有出入的。”③科、刘的意思大概是正统是在竞争中形成的，不
同人群可能会相信不一样的“正统”。
科、刘不仅提出“正统化”的概念，还强调应将其置于历史脉络中加以深入理解，从而为理解共

时态的文化之同异加入时间与时刻的维度，也为中国多元一统文化的达致问题提供了新见解：
我们更强调的，不是正统性的标签如何由此而达致同一，我们的研究更希望说明的是，不

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通过师傅关系、文字传播和国家力量推行，可能会因为经历的历史
过程的差异，制造或接受了不同的文化大一统的标签，结果是不同地方不同时间表现出来的
大一统传统可以存在明显分歧；但与此同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能够从师傅、文字与国家
的篮子获得的标签是有限的，文化大一统的传统，也就一定在分歧的组合下，呈现有共同点的
标签。④

在这里，科、刘总结了文化大一统“标签”的传播途径：师傅关系、文字传播和国家力量推行，指
出各地会因经历的历史过程的差异，制造或接受了不同的文化大一统的标签，但这些传播途径又
是有限和规律的，所以会造成中国文化分歧之下又具一统的因素。这样的见解在他们几年前的相
关论述中已初具雏形，现在不过是更加全面与充分，这个完备的过程也可能是在与华琛专号作者
们相互切磋过程中实现的。２００４年的时候，科大卫曾写道：“地方社会的模式，源于地方归纳在国
家制度里面的过程。国家扩张所用、地方社会接纳的理论，就是地方社会模式的根据。循这一方
面来走，我们了解一个地区的社会模式，需要问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归纳在国家
的范围？第二，归纳到国家范畴的时候，双方是应用什么办法？”⑤此处科、刘强调的是国家力量推
行对于“地方社会模式”的影响。他们是把福建莆田与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研究经验进行比较，从而
得出以上论述的。莆田与珠江三角洲分别是在南宋与明代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并进行大力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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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两地的分别也就在这里，南宋把地方归纳到国家的办法跟明代不同。南宋应用的办法，是朝
廷承认地方神祇。明代的办法，开始是里甲，后来是宗族礼仪。所以，珠江三角洲的村落，明显地
受到以家庙式的建筑物为核心的活动的领导，而在莆田，不是宗族没有兴起，而是宗族制度只是加
在一个既有的神祇拜祭制度上面。所以，珠江三角洲及莆田的研究经验是科、刘理论建构的起点。
最后科、刘结论性地提出中国文化的大一统绝对不是一种表象：“对于大一统是否只是一个表象而

没有实质的问题，我们的回应是：一个要求每一个地域都表现相同的大一统肯定只是一个表象，但是，因
为大一统是重重叠叠的标签组合，而不是一个要求各地划一的标准，经历了一千年建构的大一统，就绝
对不是一种表象。”①并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作出如下建议：中国大一统的历史，是由很多人参与建构的
历史，要明白大一统的历史，也就是要明白这个参与的过程。在当前，我们对大部分地区文字使用、师承
传统与国家统治的过程还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需要对更多的地方展开研究，并对不同地域演变进行比
较。我们深信，只有通过比较，才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的历史。②

综观前文，笔者以为华琛专号的作者之所以能够对华琛观点进行有力的修正，很大程度上得
益于研究区域范围的突破。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人类学者或其他学科具有田野调查
偏好的学者只能在香港、台湾等地研究中国，上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稍微扩展到福建、广东，因此来自这
些地方的研究经验被当成中国社会的典型。而华琛专号中的研究地域则扩展到山东、湖北等地，
很明显它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积淀与文化传统，与中央王朝的距离远近、结构关系更不相同，比
如宫廷中的太监、宫女均有可能参与到碧霞元君的崇拜中，而五岭之外广东的女神们大概是很难
得到这样的眷顾的。但是，地方史或者地方文化的研究如果只是个案的罗列，不断地强调地方差
异性，就会被人冠之以“鸡毛蒜皮”、“鸡零狗碎”。因此，这样的研究也面临着提出通泛性解释与原
理的要求。科大卫、刘志伟提出的“正统化”概念无疑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这样的概念既
注重个人（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又不放弃对文化的客观标准进行把握，它要求把个人（群体）的主
观认同与客观的文化“标签”结合起来研究。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人群怀着不同动机不断建构自
身的文化样貌，吸收、改造与利用着来自不同传统的文化元素；但是他们通过国家官员、文字传播
与师承关系所接收到的文化元素又是有限的，因此造成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与认同心理都具有一
定的相似性。这也为从客观上把握中国文化的一统性提供了可能。

四、简短的结语
从华琛提出“标准化”与“正统行为”的概念，到华琛专号作者们的修正，再到科大卫、刘志伟提

出延展性的概念“正统化”，的确为思考“中国文化的一统与多元何以达致”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
思路。但前述各方的争论与结论，不能看作是为中国文化的整合问题提供了固定的答案，他们只
是为进一步研究开启了新的大门。掩卷遐思，笔者以为仍有如下问题需要追问：第一，到底是社会
文化的规定性胜于个人、群体的能动性呢，还是刚好相反，有没有根本不愿走近中国文化这只“篮
子”的人群，诚如Ｊａｍｅｓ　Ｓｃｏｔｔ所论的“逃离国家”的人③？第二，传统王朝时期的中国与民族国家框
架下的中国之间到底存在多大延续性抑或断裂性，以今日之中国理解昔日之中国是否存在难以避
免的误区？如果要把问题问得再具体点，则是中国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对文化的一统性有何
影响？“中国性”是否真是在“民族国家化”的过程中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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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中国文化的一统与多元何以达致？———中西学界有关神明“标准化”与仪式“正统行为”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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